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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炭化植物遗存的分析结果显示，丁家村聚落的生计以农业生产为主，采集野生植物资源作为补充。

农作物包括粟、黍、稻、小麦和大豆，属于典型的稻旱混作模式。水稻是丁家村所在宁镇地区的传统农作物，粟、

黍和小麦属于外来旱地作物，它们的出现可能是宁镇地区与中原、海岱地区之间文化交流互动的结果，其中粟、黍

比小麦传入更早。此次宁镇地区湖熟文化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分析为首次报道，其结果为研究湖熟文化生业经济提

供了材料和线索。

【关键词】：丁家村遗址；湖熟文化；稻旱混作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标识码】：Ａ

一、引言

宁镇地区以宁镇山脉和秦淮河流域为中心，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在史前便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先后经历

了丁沙地遗存、北阴阳营文化、薛城文化类型。相当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宁镇地区孕育了点将台文化，并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一支独具特色的商周土著文化——湖熟文化
［1］

。相较于同时期周边地区的考古学研究，目前对湖熟文化的相关探讨多关

注于考古学文化面貌上
［2］

，对当时的古环境也有所涉及
［3］

，但因缺乏相关材料，对湖熟文化聚落的生业模式则甚少有直接探讨，

仅有依据出土器物所作的分析
［4］

。对此，丁家村湖熟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

丁家村遗址位于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韦岗镇红旗村（图一），因 312 国道镇江段建设需要，2013 年由镇江博物馆调查发现

并于 2014 年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遗址为一马鞍形土台，总面积约 29000 平方米，考古发掘集中于遗址的北部。发现了灰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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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沟、墓葬、房址、灶等遗迹以及陶、瓷、石器等各类遗物。从揭露的文化遗存面貌来看，丁家村遗址北部遗存属于典型的湖

熟文化遗存
［5］

。发掘过程中采集了土样进行植物考古分析，本文将报告这批样本的鉴定和分析结果。丁家村遗址炭化植物遗存

分析是宁镇地区湖熟文化植物考古工作的初步尝试，将为湖熟文化生业经济的探讨提供重要的信息。

二、材料与方法

本次分析的样本有两个来源：一是 2014 年发掘期间，发掘者从遗址北部 G2 第 2层
［6］

拣选出的炭化植物遗存；二是野外发

掘结束后，笔者清理发掘区北部 TN06W03 西壁 G2 剖面、TN06W04 西壁 G2 剖面、F12 和 H3 剖面并采 13 份、81 升土样，于 2016

年 9 月在发掘队驻地对这批土样进行浮选。具体方法是采用小水桶法将事先阴干的土样浸泡于水中，待炭化物上浮后用孔径为

80目的筛子收集，反复轻搅土样至无炭化物浮出后将桶内土样倾倒于两层分样筛（孔径分别为 20 目和 60 目）上进行二次筛洗，

并收集分样筛上遗存。

浮选获得的炭化植物遗存中大小超 4 毫米的炭屑将送交相关专家进行进一步种属鉴定，炭化种子和果实主要依据实验室收

集积累的古代标本、现代标本及相关图谱
［7］

进行鉴定。

根据出土遗物判断，本次采样的单位在相对年代上自西周早期延续至春秋早期。同时，我们选送了 2 份样本至美国 Beta 实

验室进行 AMS 测年。

三、结果

（一）测年结果

测年样本来自 G2②a 层和 H13，根据出土遗物判断，二者均属于西周早期。测年结果见表一，与考古遗物研究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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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炭化种子果实

丁家村遗址出土的大多数种子果实保留有可鉴定的特征部位，部分破损严重、不具备鉴定条件的碎块归为不可鉴定类，合

计 12 粒/块，不计入统计之列。

13份剖面样品共计鉴定出 274 粒炭化植物种子，包括水稻、粟、黍、小麦等农作物以及黍亚科、豆科、藜属、苋属等非农

作物（表二）。2014 年由发掘者从 G2②黑土堆积拣选获得的炭化植物遗存比较丰富，包括稻米 439、稻秕子 51、稻碎块 66、粟

91、黍 50、小麦 3546、小麦秕子 74、大豆 58、黍亚科 4、豆科 2、大戟科 1、葡萄属 12、蛇葡萄属 2、苍耳 1、梅核（碎）5、

壳斗科（栎果）5、紫杉（？）1、木防己属 1、未知 3，共计 4346 粒/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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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样本中可鉴定的植物遗存共计 22 个科/属/种。由于 2014 年样本缺少数量和容积等信息，故仅进行数量百分比统计（表

三）。需要说明的是，水稻和小麦均发现了成熟饱满的颖果、未成熟的秕子以及碎块，统计以前两者为准，碎块不计入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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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样本均以农作物遗存居多，除极少量未知种属遗存外，2016年浮选样本中农作物遗存占62.05%，非农作物遗存占33.21%；

2014 年拣选样本中农作物遗存占 99.15%，非农作物遗存占 0.78%（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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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作物遗存

农作物遗存包括水稻、粟、黍、小麦和大豆，其中大豆均出自 2014 年拣选样本。2016 年浮选的农作物中，以粟的出土概率

最高，其次为水稻、小麦和黍，数量百分比则以小麦最多，其次为粟和水稻，黍所占比重极低（图三︰左）。2014 年样本为人

工拣选所得，获得的炭化遗存以大籽粒种子居多，小麦的数量百分比达到 84.01%，水稻为 11.37%，粟、黍和大豆都非常低（图

三︰右）。

稻（Oryza sativa L.） 两类样本均发现了水稻，包括炭化稻米、秕子和稻米碎块，极少数残留颖壳和护颖。水稻的出土

概率在所有植物遗存中仅次于粟。从数量百分比来看，水稻在两批样品所有种子果实中的百分比十分接近（表三）。就农作物

而言，水稻在 2014 年和 2016 年样本中分别占农作物总数的 11.37%和 20.59%。完整的炭化稻米上沟槽清晰可见，胚区在顶端

一侧略内凹（图四︰1）。随机测量 30 粒炭化稻，籽粒长、宽、厚均值分别为 3.402、1.798 和 1.372 毫米（表四），平均长

宽比为 1.910 左右。现代籼稻的长宽比值一般在 2.3 以上，粳稻的比值在 1.6～2.3 之间
［8］

，丁家村遗址稻米的长宽比均值落

在粳稻范围内。统计显示，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地区的水稻粒型自龙山文化晚期开始已经较趋于稳定，而丁家村的炭化稻米在

粒型上明显小于商周时期的同类遗存，与长江下游地区广富林遗址良渚时期稻米的大小更接近
［9］

（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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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Setaria italica Beauv.） 2016 年浮选样本发现 55 粒粟，出土概率是所有植物遗存中最高的，达 76.92%，在所有

植物遗存和农作物遗存中分别占 20.07%和 32.35%。绝大多数炭化小米籽粒饱满，胚区爆裂成 U 形（图四︰2）。随机测量完整

粟粒 20 粒，均长 1.156、均宽 1.061、均厚 0.882 毫米（表四）。除个别非成熟的不饱满籽粒外（图六），丁家村遗址西周时

期的粟与南洼遗址殷墟时期的同类遗存更接近，而湖北城子山遗址的粟在粒型上显得更多样化，这可能与该遗址出土粟的成熟

程度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丁家村遗址出土的粟生长程度较一致，抑或大多是经过一定加工拣选所得的较成熟饱满籽

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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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Panicum miliaceum L.） 浮选样本中仅发现 3 粒炭化黍，拣选样本中共计获得 50 粒。不论是浮选样本还是拣选样本，

黍所占的数量百分比都仅 1%稍多，出土概率也是农作物遗存中最低的。炭化黍粒近圆形，长大于宽，胚区占粒长的 1/2 以下，

因炭化爆裂呈 V 状。随机测量 20 粒炭化黍，平均长 1.441、宽 1.309、厚 1.277 毫米。

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共发现 3623 粒成熟小麦和 74 粒秕子（图四︰3、4）。浮选样本中小麦的出土概率为 53.85%，

在所有种子果实和农作物中分别占 28.10%和 45.29%。在拣选样本中，小麦占所有种子果实和农作物的百分比分别是 83.29%和

84.01%。成熟小麦的长、宽、厚均值分别为 3.143、2.172 和 1.773 毫米（表四），秕子的均值分别为 2.508、1.423 和 1.075

毫米。对部分先秦时期小麦遗存数据综合分析，我们发现小麦粒型有一定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包括中原地区和长江下游的

丁家村遗址）的小麦遗存，粒长的变幅稍大于粒宽的变幅，而西部（如丰台遗址）的小麦明显较东部地区的小麦粒型大。而从

总体上看，丁家村遗址出土的小麦粒型在进行对比的遗址中是最小的（表五；图七）。小麦粒型的区域差异可能与品种、驯化

程度、水热条件、耕种技术等有一定关系，具体情况有待更多的研究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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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Glycine max（L.）mer.］ 本次在拣选样本中发现了 58 粒炭化大豆遗存，基本上都爆裂严重，呈现蜂窝状的组织结

构，也多具有豆类遗存“油亮”的视觉效果。对其中仅有的一粒保存状态较好、保留有种脐的大豆进行测量，长 5.219、宽 2.592、

厚 1.470 毫米。与王城岗
［11］

、大辛庄
［12］

和南洼
［13］

遗址出土的商代大豆遗存相比，丁家村的大豆在粒长上与王城岗遗址的大豆

较为接近，但粒宽和粒厚都比上述几处遗址的略小。而与目前所见周代的大豆遗存
［14］

相比，丁家村的大豆粒型也基本小于已知

的周代大豆遗存尺寸。

2.非农作物遗存

非农作物遗存包括禾本科、豆科等（图八）。以禾本科最多，其中黍亚科（Panicoideae）（图四︰7）种子在筛洗样本中

占 20.44%，出土概率达 61.54%。保存较完好的黍亚科种子中可以鉴定到属、种的有马唐属和狗尾草（图四︰8）等。马唐和狗

尾草都是考古遗址中最典型的农田杂草，在两类样本中均有发现。禾本科䅟属的牛筋草［Eleusine indica（L.）Gaertn.］一

般被视为农田杂草，同时也可作为草食动物的饲草，本次仅发现 1 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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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豆，豆科（Fabaceae）遗存中能确定到种的有野大豆（G. soja Sieb. etZucc.），仅在筛选样本中发现 2粒（图四

︰5），测量其中完整的 1 粒显示长 3.151、宽 1.996、厚 1.718 毫米。另有 3粒豆科种子因种脐等部位保存不佳未能鉴定到种。

豆科是对人类生活影响最重要的两个大科之一，是人类食品中很多蛋白质、油脂、淀粉等营养成分和蔬菜的重要来源
［15］

。我国

先民对豆科、尤其是其中的大豆属植物的利用至少可以追溯至距今 8000 年左右
［16］

。

藜属（Chenopodium sp.）、苋属（Amaranthussp.）、马齿苋属（Portulaca L.）、苍耳（Xanthium si⁃ biricum Patrin

ex Widder）、大戟科（Euphorbiaceae）、唇形科（Labiatae）等在个别样本中都有发现，其中马齿苋属种子（图四︰6）的出

土概率和数量百分比相较其他更突出，在所有植物遗存中分别为 30.77%和 6.20%，在非农作物中数量百分比上升至 18.68%。藜

属（图四︰9）和苋属分别发现 4粒和 1 粒。藜属植物在以往研究中多被视为杂草类遗存，但实际上这类植物的很多部位都可被

利用，如其嫩叶可被食用，植株也可作为动物饲料。苋属的部分种同样具有经济价值，也可作为野菜或家畜饲料。苍耳属菊科，

是常见的田间杂草，其总苞具有钩状硬刺，容易贴附于人体或家畜身上。本次在拣选样本中发现的是苍耳的一半种仁，不见其

硬质总苞外壳，除可能是偶然进入遗址的杂草外，也可能被去除硬壳另作他用。大戟科和唇形科种子数量极少，唇形科在出土

概率上次于黍亚科和马齿苋属。

除上述外，本次还发现数种可食的果类遗存，包括葡萄科的葡萄属（Vitis L.sp.）、蛇葡萄属（Ampelopsis Michaux），

蔷薇科的梅（Armeniaca mume Sieb.），壳斗科的栎果以及少量无法确定种属的块茎和果壳残块。葡萄属、蛇葡萄属和梅都有

鲜美多汁的果肉可供食用。栎果则为坚果类，在史前南北方考古遗址中为常见的被人类利用的植物资源
［17］

。本次拣选样本中还

见有防己科的木防己属［Cocculus DC.（nom. conserv.）］、疑似红豆杉科紫杉（Taxus cuspidata）的种子。二者多为乔木，

从现代植物学角度来看为不可食类型，它们可能来自聚落周边植被并被先民偶然带入遗址。

3.其他植物遗存

其他植物遗存为少量暂未能鉴定出种属的未知遗存，共计 16 粒。

四、分析与讨论

（一）采样和提取方法对于植物考古的意义

在植物考古研究中，不同的采样和提取方法会造成结果的偏差，这在本次两类样本的分析结果中得到一定反映。2014 年样



12

本为发掘者随机从 G2 中肉眼所见“黑土堆积”采集，采用了人工拣选的提取方法。2016 年样本为针对性采样和剖面采样相结合，

采用了小水桶浮选法提取遗存。在获得的植物遗存中，拣选发现的植物遗存种类（16 个科/属/种）较浮选（14 个科/属/种）的

多。但拣选所得的植物遗存个体均较大，肉眼更容易发现，浮选发现的植物遗存除籽粒较大的几类农作物种子外，还发现了更

多细小的、肉眼不容易发现并拣取的非农作物遗存。从具体植物来看，粟、黍一类小籽粒遗存理论上更容易在手工拣选过程中

被遗漏。本次拣选发现的粟占该来源植物遗存的 2.09%，与浮选所得差距较大，这很可能与炭化粟粒个体较小、手工拣选所造成

的误差有关。但同时拣选所得的黍又明显比浮选所得的多，这除了因为成熟黍籽粒的个体较大较容易在筛洗中保留在操作者使

用的孔径 1 毫米分样筛上外，应与采样位置有重要关系。

尽管样本总量有限，两种采样和提取方法也存在不同的偏差，但也相互弥补了一定的不足，本次获得的植物遗存在一定程

度上颇具代表性。本次工作很好地反映了采样背景对获得植物遗存数量和种类的影响，也再次提醒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依据

研究目的制定科学的、可行的采样方案并严格施行是开展植物考古研究的基础。

（二）植物利用与聚落生业方式

植物遗存组合显示丁家村先民对植物资源的利用至少包括了生产和采集两种方式。

从两类样本的量化比较来看（图二），农作物在拣选样本中的表现更突出，数量百分比高达 99.15%，远超非农作物遗存，

这可能与手工拣选更容易遗漏细小杂草种子相关。但在浮选样本中，农作物的比例也高达 62.05%。非农作物中黍亚科、牛筋草、

马齿苋属等都是常见的田间农田杂草，特别是黍亚科中的狗尾草、马唐属都伴生在粟、黍农田。这种植物遗存组合以及辅证的

杂草种子遗存都明确反映了农业生产在丁家村聚落生计结构中的重要性。丁家村遗址所在的台形土包相较四周海拔差约 2～3米

左右，周围地形相对平坦，其向北即有河流自西向东而过，先民可以利用土台及周边的小片地块进行农业生产，以此满足聚落

日常的食物所需。

在非农作物遗存中，藜属、葡萄属、蛇葡萄属、梅、栎果和块茎等都是可食的野生植物资源，是先民植物性食物的组成部

分。有许多种藜属植物其嫩叶部位都可以食用，研究表明人类对藜属植物的利用由来已久，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进行栽培和驯化
［18］

。

葡萄属、蛇葡萄属所在的葡萄科以及梅所在的蔷薇科一直都是人类开发摘食的果类资源。葡萄属可以直接食用，野葡萄还可以

用来酿酒，这在贾湖
［19］

和两城镇
［20］

遗址中均有实证。尽管本次只在拣选样本中发现极少量葡萄种子，但葡萄的消费方式不同

于其他谷物，其在野外被食用完直接丢弃的可能性很大，因此葡萄在丁家村先民食谱中的消费比例可能更高。栎果在南北方史

前遗址中十分常见，在田螺山遗址中还发现了满坑储存的同类遗存
［21］

。上述浆果、核果、坚果类植物的果期从夏季延续至秋季，

给先民提供了美味的食物，是饮食中糖分、水分、淀粉的重要补充。同时，从发现的野生植物来看，虽然大多为草本植物，但

也不乏大戟科、藜科等具有灌木、半灌木和稀乔木的种类。遗址周边还围绕着海拔不高的几座小山包，这些山林中的其他植物

资源都可以作为先民采集食物补充供给的对象。

（三）农作物结构及相关问题

丁家村遗址的农作物遗存包括了水稻、黍、粟、小麦和大豆，呈现一种五谷齐全的结构。从已有的植物考古资料来看，五

谷皆备的农作物结构始于龙山时代，至先秦时期已经成为多个聚落较稳定的农业生产内容，如河南登封王城岗
［22］

和郑州东赵遗

址
［23］

，山东济南大辛庄
［24］

、即墨北阡
［25］

和高青陈庄遗址
［26］

等。其他如陕西周原遗址
［27］

、山东济南唐冶遗址
［28］

等尽管不见

水稻，但也都发现了粟、黍、小麦和大豆。上述发现基本集中在我国北方。丁家村的浮选结果证明了这种多种农作物并存的种

植制度也存在于在南方地区。这种耕种制度一方面保证了农业生产总量，一方面也有效地降低粮食种植的风险，是农业发展水

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29］

。

五种农作物在丁家村聚落农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存在差异。从出土概率来看，以粟最高（76.92%），其次分别为水稻（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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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53.85%）和黍（15.38%），大豆仅在拣选样本中发现，无法计算其出土概率。就数量百分比而言，以小麦的表现最突出，

占比达到 45.29%，其次为粟（32.35%）、水稻（20.59%）、黍（1.76%）和大豆（1.35%）。单纯从这两组数据来看，水稻不论

是在出土概率、还是在数量百分比上都不具备优势，相反旱地作物粟和小麦在农作物组合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表现了一

种以旱作为主、稻作为辅的生产结构。但如果从谷物籽粒的大小来分析，情况则未必完全如此。粟、黍属于小籽粒谷物，水稻

则属于大粒型，二者的千粒重相差甚远。在人类选择食物果腹时，大籽粒谷物理当成为优势对象；同时，在食物加工的过程中，

大籽粒谷物被丢弃的可能性更小，丢失后被捡拾的可能性更大，因此遗落在遗址中并最终被我们发现、获取的可能性就更小。

考虑到丁家村遗址位于传统的稻作农业区内，笔者倾向认为水稻应该还是这一聚落最主要的农作物之一。期待后续的植硅体分

析提供更多的线索和证据。

粟、黍是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代表，来自上山
［30］

和城头山遗址
［31］

的证据表明粟类作物的南传在距今 6500—6000 年已经发

生。长江流域，特别是在长江中游混作区，粟（黍）和水稻在农业体系中很可能是同等重要的
［32］

，系统的植物考古研究表明江

汉地区东部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农业生产从典型的稻作农业生产转变为普遍对粟进行利用或栽培
［33］

。向东的淮河流

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可能存在一个稻粟混作区
［34］

。最新研究更表明，淮河上、中游地区在史前时期存在一个稻旱混作模式，

其中上游地区最早可能于裴李岗文化晚期已经形成，中游地区至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也是这种模式
［35］

。长江下游地区在史前时

期则几乎以水稻为唯一的农作物
［36］

。进入历史时期，上海广富林遗址发现了属于周代的少量粟
［37］

。本次丁家村遗址发现了粟

和黍两种旱地作物，尤其是粟在出土概率和百分比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这表明在西周早期，丁家村先民已经种植北方的农作

物。粟、黍作为文化传播的一个方面，在环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被小规模种植也是可能的。而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以丁家

村为代表的宁镇地区接纳粟、黍的时间应该更早。

小麦是本次工作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在丁家村遗址的拣选样本中共计发现了 3546 粒成熟小麦和 74 粒未发育完全的秕子，

占拣选所得植物遗存总数的 83.29%；在筛洗样本中，小麦也是农作物遗存中数量最多的，在所有植物遗存和农作物中占比分别

达到 28.10%和 45.29%。量化分析显示，小麦是丁家村聚落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其地位甚至可能超越了水稻。我们对

来自丁家村遗址 G2②a 层的炭化小麦的测年结果显示其年代为 2770±30BP，校正年代为距今 2995—2855 年，相当于西周早中期。

以往学界对小麦在中国境内的推广多认为发生在西汉中期以后
［38］

，其作为粮食作物的重要地位至少在汉代才得到确立
［39］

。

但近年来植物考古研究显示，小麦在龙山时代自西亚传入中国后迅速发展，在多个遗址中都有发现
［40］

，至迟在距今 4000 年以

前小麦已经广泛分布在我国北方及西南地区，“南稻北麦”生产格局的转变也在距今 4000 年前后就开始了
［41］

。小麦的种植在

夏商时期已经出现了强化，在以中原为核心的北方地区已经普遍存在，尤其是早商时期政治扩张的需求推动了小麦在商王朝统

治的王畿范围之内形成局部的种植规模扩大
［42］

。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已经广泛种植小麦
［43］

。而在南方地区，目前

所见先秦时期的证据来自成都平原
［44］

和云南海门口遗址
［45］

，东南地区更多的是秦汉以后的考古发现。丁家村遗址西周时期炭

化小麦的发现为该地区先秦时期农业研究新增了重要的材料。

早期的植物遗存发现显示宁镇地区自史前以来都属于稻作农业区，如北阴阳营
［46］

、高淳薛城
［47］

、牛头山
［48］

等遗址都发现

了稻属植硅体。点将台—湖熟文化时期是本地区早期农业的兴盛阶段，根据生产工具的演变可称之为犁耕农业
［49］

。而本次发现

的粟、黍与小麦同属于旱地作物，这些非原生农作物的来源可能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传播影响。新石器时代中期，粟（黍）农

业伴随着文化交流和人群迁徙已经进入长江中下游地区，宁镇地区很可能也不例外。而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宁镇地区深受中原、

海岱地区商文化的影响，除在器物、墓葬习俗等方面的表现外
［50］

，也从本次植物遗存分析中粟、黍、麦等旱地作的突出表现可

得到一定反映。丁家村先民在传统的稻作农耕基础上，也应种植和消费了其他旱地作物，并且粟、黍传入本地区的时间应比小

麦更早。但由于本次分析的样本数量较少，依据本次结果所进行的分析是十分初步的，粟、黍和麦一类旱地作物与水稻之间孰

重孰轻的关系、以及丁家村聚落农业生产的真实格局还有赖于以后更多材料和分析来剖析。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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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对丁家村遗址开展的分析是宁镇地区湖熟文化遗址植物考古研究的工作尝试，为湖熟文化生业经济研究提供了材料和

线索。通过对丁家村遗址两种来源样本出土植物遗存的鉴定、统计和初步分析，结果显示丁家村遗址的农作物遗存明显占据优

势，聚落的生计以农业生产为主，采集野生植物资源为补充。农作物的种类包含了粟、黍、稻、小麦和大豆，属于稻旱混作的

模式。水稻是丁家村所在宁镇地区的传统农业生产对象，粟、黍和小麦属于外来旱地作物，它们的出现可能是宁镇地区与中原、

海岱地区之间文化交流互动的结果，其中粟、黍比小麦的传入更早。囿于分析的样本数量太少，暂无法单纯依据本次所得的数

据和统计结果对旱地作物的具体来源、聚落农业生产的真实格局做进一步分析。我们期待未来更多遗址的工作来帮助厘清上述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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